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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高速推进，人口呈现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的长期趋

势，对城市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全球人口分布数据，计算

出衡量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人口平均密度、人口加权密度和变异系数，探讨在不同规模等

级的城市中，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对城市工资溢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城区常住人

口小于 １００ 万的中小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对城市工资溢价没有影响。 进一步通过人口加

权密度和变异系数考察城市空间紧凑程度的影响发现，紧凑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在城区

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０ 万的超大城市导致工资折价，而在其他城市导致工资溢价。 这意味着

中国超大城市仍具有较大集聚空间，而目前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制约集聚效应发挥。 研究

结论为优化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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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形成一个更大的

市场，其通过释放集聚效应带来城市生产效率提高和工资水平上涨。 但是，大城市急速膨胀、小城市

规模逐渐萎缩的“头重脚轻”态势［１］，使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渐突出，引发了政界和学术界关于

“最优城市规模”“合理的城市密度”以及“优化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讨论［１－５］。 基于此，本
文从城市整体和城市内部两个层面，通过城市人口集聚水平衡量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探讨在各个规

模等级的城市中，不同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工资溢价影响的差异。
针对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政府在合理分配资源、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上提出了明确

的政策导向。 例如，政府对城市规模的政策导向从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转向大中小

城市协调发展，再转向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强调小城镇发展与乡村振兴［６］。 ２０１４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明确强调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增强中心城市

带动作用、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针。 相较于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超大

城市、特大城市、Ｉ 型大城市和 ＩＩ 型大城市共增加 １７ 座，而中小城市减少 １７ 座。 人口持续从小城市

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并未改变。
在严控大型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的政策导向下，劳动力依旧向大城市涌入的原因不仅是大

城市拥有更加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以及多样化消费渠道，还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同岗位

下更高的平均工资水平。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具有更高工资水平的现象普遍存

在［６－１０］。 那么，为什么同质劳动力在大城市比在中小城市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呢？ 早期研究认为，
城市工资溢价是为了弥补大城市居住成本高、居住环境恶化、通勤不便等弊端［１１］，但这无法解释为

什么企业愿意在成本高昂的大城市为工人支付更高工资。 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城市工资溢价源



于大城市较高的生产率。
那么，为什么大城市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呢？ 现有研究认为，城市较高的生产率主要源于区位禀

赋、集聚经济、空间排序和选择效应［１２］。 虽然区位禀赋在城市的选址、规模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具

有一定的解释力［１３－１５］，但主流分析仍集中于空间排序、选择效应以及集聚经济上。 空间排序和选择

效应强调劳动力“自我选择”的重要性，高技能劳动力对大城市的选择推动了大城市生产率的提

升［１６－１７］。 与此同时，城市发展对各类分工的需求及较高的工资也吸引了大量低技能工人涌入，推动

了城市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现象无法通过空间排序和选择效应来解释，故而大部分研究通过集聚经

济解释城市生产率的提升和工资溢价。
以往研究多用全要素生产率或工资水平检验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 相较于更为

直接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方式，工资可以考虑到更多劳动力的个体异质性差异。 现有研究表明，美
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更密集、规模更大的城市普遍具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人口集聚的工资溢价弹性

系数在 ２％至 ５％间［７－８］。 而在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城市化尚未完成，故人口集聚的工资溢价弹性系

数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估计系数更高［１８］，基本在 ３％至 ６％之间［１９－２０］。 然而关于城市集聚水平的衡

量，现有文献大多使用人均密度进行衡量，其隐含的假设是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分布无差异。 而事实

上，由于城市规划、产业布局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呈现明显的区块差异化分布

特征。 人口平均密度不能恰当地反映实际密度。
基于此，本文尝试基于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分布不均等的特征性事实，参考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２１］ 的研

究，使用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人口栅格数据和中国城市行政区域划分矢量图，计算人口加权密度。 人口加权密

度是人口平均密度和变异系数的乘积，故而从城市整体的人均密度水平和城市内部的人口分布情况

两方面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城市空间发展模式。 同时，变异系数通过人口的离散程度反映城市内部

人口的紧凑程度，为工资溢价提供更多解释。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现有关于城市人口密度的测度均基于人口在

城市内部均等化分布的假设，不符合人口在中国城市内部分布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人口平均密度

相同的两个城市，其内部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可能大相径庭，而人口平均密度难以准确反映城市空

间发展模式的特征。 本文使用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人口栅格数据计算人口加权密度，不仅能够捕捉我国各个

城市的人均密度，还能得出人口在城市内部分布的紧凑程度，从而反映城市内部更丰富的集聚信息。
第二，现有研究缺乏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效评估。 本文对人口加权密度进行分解，剥离出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通过人口的离散程度，反映城市内部的紧凑程度以表征城市的空间结构，这有助于从新的

视角为中国的城市工资溢价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市的规模、产业组成以及生产力和工资的分布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取决于区位禀赋、集聚经

济、空间排序与选择效应。 在城市形成的初始阶段，临近水运、处于交通枢纽、拥有强大的自然资源

禀赋等优势导致人口在地理上的集聚［１３－１５］。 而随着城市逐步发展，基础设施的便利性、消费的多样

性、上下游产业的高效性等差异化城市特征，开始影响企业和高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的选择与排序。
产业和高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聚集，并带来生产力及工资水平的提高［２２］。

人口在城市大规模集聚形成更大的市场，提高经济效率和边际产出，使劳动力获得相对高的工

资。 具体而言，更大的市场下：第一，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关联能够实现中间品共享，大幅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整体生产率；第二，更多企业与劳动力涌入市场，提高了雇员和雇主间的匹配效率和匹

配质量；第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产生更多的创新与知识溢出，加速人力资本累积，并提高劳动生

产率与工资溢价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集聚效应受总人口与经济体量的限制，同时，并非所有城市均会经历早期

发展、扩张以及达到平衡阶段。 劳动力向大城市聚集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提高，导致中小城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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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以及结构异化。 规模不足的城市生产力不足，企业与劳动力的匹配效率低

下，其获得的工资溢价十分有限甚至难以获得工资溢价。 而大城市吸引更多产业与劳动力涌入，生
产率提高带来工资溢价。 同时，房价、交通等生活成本相应提高，这也需要更高的工资水平予以补

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中国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之间表现不同。
根据上述分析，在讨论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时，既往研究大多采用人口平均密度衡量城市空间发

展模式，忽视了城市内部人口分布的重要性。 事实上，地理禀赋差别和资源配置不均使各个城市的

土地面积、人口分布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和个体在城市中面临的实

际密度可能近似，也可能相差甚远。 例如，两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相同，一个城市人口均匀

分布，而另一个城市人口紧凑地集聚在城市的某一部分，显而易见，前者比后者的实际密度小，但人

口平均密度无法反映该情况。
根据城市内部人口分布情况不同，“紧凑型”和“蔓延型”是两种典型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备受

学术界和政界的关注。 尽管“紧凑型”和“蔓延型”的概念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密集和邻近的发展

模式”“由公共交通系统连接的城市地区”和“可获得当地服务和就业机会”已经成为“紧凑型”城市

发展模式毋庸置疑的基本特征。 同时，“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于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积极影

响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２３］。
尽管“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优势十分突出，但是其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诸多方面产

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例如，“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提高了公共交通的效率，有效降低了劳

动力的通勤压力，并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２４］，但是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噪声污染，以及因减少城市

内开放空间而带来的犯罪率提高等问题，使居民的幸福感缺失，易产生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 由此

可见，“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存在两面性，其特征能够在不同方向上对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
“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发展的贡献需要面对经济效应和负面影响之间的权衡。

就不同人口规模等级的城市而言，“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于工资溢价的影响有较大差

异。 以消费举例，在中小城市中，“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有助于餐厅、酒吧、购物等场所的聚集，
能够有效拉动需求端消费从而促进生产，并进一步提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而随着城市规

模的扩大，庞大人口基数下的过度集中极大可能使得集聚经济收益减少、成本上升。 当集聚收益不

足以覆盖其负面成本时，“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将产生不利影响，
这点对超大城市尤为明显。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城市内部人口分布的紧凑程度对工资溢价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超大城市中，紧凑的城市

空间发展模式导致工资折价；在其他城市中，紧凑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导致工资溢价。

三、模型与数据

（一）实证模型设定

为了探讨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本文基于经典的明瑟工资决定方程，参考

胡雯等［１９］关于密度、距离与农民工工资的研究，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ｌｎＷａｇｅｉｃ ＝ α ＋ β１ ｌｎＡｇｇｉｃ ＋ γＸ ｉ ＋ τＺｃ ＋ εｉｃ （１）

其中，ｉ 表示劳动力个体，ｃ 表示城市。 ｌｎＷａｇｅｉｃ是劳动力小时工资的对数；ｌｎＡｇｇｉｃ是城市空间发

展模式，用人口平均密度、人口加权密度以及人口分布的紧凑程度来衡量；Ｘ ｉ是劳动力的个体特征，
如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Ｚｃ是城市禀赋特征，如地理位置、人均道路面积等；εｉｃ是随机误差项；β１

是本文关心的参数，表示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工资溢价的影响。
进一步，由于本文关注在不同人口规模等级的城市间，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工资溢价影响的差

异，故在方程（１）式的基础上，引入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城市规模等级的分类变量 ｌｎＡｇｇｉｃ×ｃｉｔｙｓｉｚｅ，回
归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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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Ｗａｇｅｉｃ ＝ α ＋ φ１ ｌｎＡｇｇｉｃ × ｃｉｔｙｓｉｚｅ ＋ γＸ ｉ ＋ τＺｃ ＋ εｉｃ （２）
模型设定同方程（１）。 其中，φ１是本文关心的参数，表示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间，城市空间发

展模式对工资溢价影响的差异。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劳动力个体层面的数据，二是城市层面的数据。 样本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就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而言，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

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 该数据包括人口特征与就

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等相关信息，对中国微观个体的经济和金融行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刻

画。 ２０１１ 年的样本涵盖中国 ２５ 个省（区市）８０ 个市县，共计 ８４３８ 户家庭数据；２０１９ 年的样本覆盖中

国 ２９ 个省（区市），３４３ 个区县，１３６０ 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高达 ３４６４３ 户。
就城市层面的数据而言，人口加权密度和人口在城市内部分布的紧凑程度通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人口

栅格数据结合中国城市行政区域划分矢量图计算得到。 其他城市层面的变量由《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三）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工资（ｌｎＷａｇｅｉｃ）。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小时工资（ｗａｇｅ＿ｈ）或月工资（ｗａｇｅ＿
ｍ）衡量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由于不同行业的工作时长不同，小时工资更能反映劳动力工资水平的

差异。 参考孟美侠等［２０］的指标选择，本文使用抽样调查数据中个人年度工资收入除以工作小时数

得出劳动力的小时工资。 其中，个人年度工资收入由个人年度税后货币工资、税后奖金收入、税后补

贴收入或实务收入加总获得，年度工作小时由抽样调查数据中年度工作月数、每月工作周数、每周工

作天数、每天工作小时数相乘得到。
解释变量为城市空间发展模式（ ｌｎＡｇｇｉｃ）。 以往研究大多采用人口平均密度衡量城市整体层面

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 但是，集聚机制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在一定距离内的相互作用，平均密度隐含

的假设是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分布无差异，不能恰当地反映经济主体面临的实际密度。 本文在考虑城

市人口平均密度的基础上，又基于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分布不均等的特征性事实，参考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２１］的研究，结合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人口栅格数据和中国城市行政区域划分矢量图计算得到人口加权密度，
并将人口加权密度分解为人口平均密度和变异系数项乘积，具体计算如式（３）所示：

ＰＰＤｃ ＝ ∑
Ｎｃ

ｊ
Ｐ ｊｃ

Ｐ ｊｃ

Ｐｃ

＝ ＰＤｃ １ ＋
Ｖａｒ Ｐｃ( )

ＰＤ２
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ＰＤｃ １ ＋ ＣＶ Ｐｃ( ) ２[ ] （３）

其中，ｊ 和 ｃ 分别表示栅格和城市；Ｎｃ是城市 ｃ 的栅格数量，Ｐｃ是城市 ｃ 的总人口数量，Ｐ ｊｃ是城市 ｃ
第 ｊ 个栅格的人口数量，Ｖａｒ（Ｐｃ）是城市 ｃ 的人口方差。 ＰＰＤ ｊ是人口加权密度，ＰＤ ｊ是人口平均密度，
［１＋ＣＶ（Ｐ ｊ） ２］是变异系数（Ｃｖｔｅｒｍ），反映城市内部人口密度的差异化分布，变异系数越高，表明人口

在城市内部分布的越紧凑。
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和个体在城市中面临的实际密度可能近似，也可能相差甚远。 例如，苏州和

天津的城市面积和人口数量近似，即两个城市人口平均密度相近。 苏州市内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布相

对松散，而天津市内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布较为紧凑，苏州的人口实际密度比天津小。 可见，由于人口

在城市内部分布的差异，人口加权密度可以更加真实、精确地反映各个部分人口对集聚程度的贡献，
克服了人口数量过多或过少造成的影响。

为了更加直观、方便地理解人口加权密度的含义和作用，本文将人均密度相同而加权密度不同的两个

城市简化成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中两个城市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相同。 假设土地面积为 ３６、城市人口为

１８０，则两个城市的人口平均密度为 ５。 显然，城市 １ 的人口分布松散，而城市 ２ 的人口分布紧凑，城市 ２ 比

城市 １ 的实际密度大。 根据公式（３），城市 １ 和城市 ２ 的人口加权密度分别是 ５ 和 １０。 可见，人口平均密

度难以反映城市内部人口分布的差异，而人口加权密度可以更加精确地反映城市的实际密度。
本文从个体特征和城市禀赋两个方面纳入多个控制变量。 虽然个体固定效应可以排除一定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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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蔓延型和紧凑型空间发展模式的人口密度分布

观察到的个体异质性［１６］，但若考虑技能水平分布、不同城市规模及空间分布等，个体固定效应下集聚经

济的解释力会大幅下降。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本文进一步增加个体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

龄（ａｇｅ）、年龄的平方（ａｇｅｓｑ）、受教育程度（ｅｄｕｃ＿ｔ）、工作经验（ｅｘｐｅｒ）、工作经验的平方（ｅｘｐｅｒｓｑ）、婚姻

状况（ｍａｒｒｉａｇｅ）等。 为控制区位禀赋因素，由于城市的禀赋特征效应在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并不凸

显［２５］，本文更多参照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１９－２０］，控制包括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ｓｅｒｖｉｃｅ）、人均

道路面积（ｐｅｒ＿ｒｏａｄ）、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ｆａ＿ｄ）、地理位置（ｅａｓｔａｒｅａ）等变量。
关于城市规模等级的分类变量，本文根据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

知》，按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具体而

言，城区常住人口（ｐｏｐ）在 １０００ 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５００ 万～１０００ 万为特大城市，３００ 万～５００ 万

的为Ⅰ型大城市，１００ 万～３００ 万的为Ⅱ型大城市，１００ 万以下为中小城市。
（四）描述性统计

表 １ 报告了变量描述性的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的工资水平随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

而上升。 其中，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 Ｉ 型大城市的平均小时工资和平均月工资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而 ＩＩ 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平均小时工资和平均月工资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可见，不同规模等级的

城市间平均工资水平差异显著。 另一方面，市辖区内常住人口数量、人口平均密度和人口加权密度随

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而上升，变异系数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 可见，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间，城
市空间发展模式差异明显。 上述结论均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现实基础。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全国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Ｉ 型大城市 ＩＩ 型大城市 中小城市
小时工资 １５􀆰 ４３４ ３０􀆰 ３８３ ２２􀆰 ４３６ １６􀆰 ３４０ １４􀆰 ３４８ １２􀆰 ４７１
日工资 ３７７４􀆰 ７５９ ５９５１􀆰 ５２５ ４６４９􀆰 ２２９ ３９２４􀆰 ８１６ ３７５０􀆰 ０９７ ３２７６􀆰 ５２０
城区常住人口 ６９４􀆰 ６８７ １１９２􀆰 ５９３ １１９０􀆰 ２４４ ９２７􀆰 １３４ ６４２􀆰 ７０８ ４４０􀆰 ３９０
人口加权密度 １１８１８􀆰 ０４９ １８９６２􀆰 ７３８ １７４８３􀆰 ９２３ １３２４４􀆰 ６９０ １２５１７􀆰 ２２３ ８３１５􀆰 ６０７
人口平均密度 １３９１􀆰 ９４６ ４２４１􀆰 ４４１ １９５３􀆰 ２６９ １５７１􀆰 １０５ １５１２􀆰 ４３０ ７５４􀆰 ０６２
变异系数 １２􀆰 ９７９ ４􀆰 ５３９ １０􀆰 ５６９ １１􀆰 ４８０ １１􀆰 ４４０ １６􀆰 ６６０
年龄 ３９􀆰 ６６６ ３６􀆰 ５７０ ３９􀆰 ６０７ ４０􀆰 １４０ ３９􀆰 ７４２ ３９􀆰 ６８５
受教育程度 １１􀆰 ９２０ １３􀆰 ３３６ １３􀆰 ２７５ １２􀆰 ７３８ １１􀆰 ７６４ １１􀆰 １２２
工作经验 ２１􀆰 ７４３ １７􀆰 ２０９ ２０􀆰 ３２３ ２１􀆰 ４０１ ２１􀆰 ９７２ ２２􀆰 ５６４
婚姻状况 ０􀆰 ８４３ ０􀆰 ７９５ ０􀆰 ８２８ ０􀆰 ８３０ ０􀆰 ８５９ ０􀆰 ８４３
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４８􀆰 ８１１ ５８􀆰 ２８５ ６１􀆰 ８７８ ５４􀆰 ５７１ ４８􀆰 １８４ ４１􀆰 ８７４
人均通路面积 １６􀆰 ６１２ １０􀆰 ２９４ １４􀆰 ８１５ １５􀆰 ７６９ １７􀆰 ３２９ １７􀆰 ３２５
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８１０ ０􀆰 ２３１ ０􀆰 ４９８ ０􀆰 ７１７ ０􀆰 ８３０ ０􀆰 ９８７
地理位置 ０􀆰 ４９６ １􀆰 ０００ ０􀆰 ６５２ ０􀆰 ４３９ ０􀆰 ６３５ ０􀆰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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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１）式，本文估计中国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工资溢价效应，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无论是否控制

个体特征和城市禀赋，城市人均密度、人口加权密度、变异系数均具有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 表 ２ 列

（２）（４）显示，在控制个体特征、城市特征、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后，城市人均密度和人口加

权密度对工资弹性分别为 ６􀆰 ３５％、９􀆰 ５２％，与现有研究中人口密度对工资弹性的影响接近。 为了进

一步探讨人口在城市空间分布的紧凑程度对工资溢价的影响，本文基于（３）式将人口加权密度分解

为人口平均密度和变异系数后代入（１）式，回归结果如表 ２ 中式（５）（６）所示。 其中，变异系数表示

人口在城市分布的紧凑程度。 表 ２ 列（６）显示，城市人均密度和变异系数对工资弹性系数分别为

１０􀆰 ０４％、５􀆰 ５３％。 可见，城市空间发展模式越紧凑工资溢价越高。

表 ２　 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城市工资溢价：全样本基准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人口平均密度 ０􀆰 １５３３∗∗∗ ０􀆰 ０６３５∗∗ ０􀆰 ２３８９∗∗∗ ０􀆰 １００４∗∗∗

（３􀆰 ３４６７） （２􀆰 ５１６８） （３􀆰 ９７９７） （３􀆰 ８５８７）

人口加权密度
０􀆰 ２３７０∗∗∗ ０􀆰 ０９５２∗∗∗

（３􀆰 ６５８８） （３􀆰 ８４０３）

变异系数
０􀆰 １４３０∗∗∗ ０􀆰 ０５５３∗∗

（３􀆰 ６１４１） （１􀆰 ９８３９）

年龄
４􀆰 ８７７４∗∗∗ ４􀆰 ８２６０∗∗∗ ４􀆰 ８４１２∗∗∗

（７􀆰 ４４５７） （７􀆰 ３９４９） （７􀆰 ４４４２）

年龄的平方
－０􀆰 ４４５０∗∗∗ －０􀆰 ４３８１∗∗∗ －０􀆰 ４４１４∗∗∗

（－４􀆰 ７８７４） （－４􀆰 ７２３９） （－４􀆰 ７８５７）

受教育年限
０􀆰 ４１４３∗∗∗ ０􀆰 ４１１０∗∗∗ ０􀆰 ４１３１∗∗∗

（７􀆰 ２１７８） （７􀆰 ２７７３） （７􀆰 ２３０６）

工作经验
０􀆰 ４２７９∗∗∗ ０􀆰 ４２８３∗∗∗ ０􀆰 ４２７２∗∗∗

（７􀆰 ６７１２） （７􀆰 ６１９６） （７􀆰 ６５９８）

工作经验的平方
－０􀆰 ２３１７∗∗∗ －０􀆰 ２３２２∗∗∗ －０􀆰 ２３０９∗∗∗

（－９􀆰 ６２２３） （－９􀆰 ５３０６） （－９􀆰 ５７１０）

是否已婚
０􀆰 ０７５２∗∗∗ ０􀆰 ０７９０∗∗∗ ０􀆰 ０７７０∗∗∗

（４􀆰 ５９８４） （４􀆰 ７２４１） （４􀆰 ６９８５）

第三产业占比
０􀆰 １９１８∗ ０􀆰 １５５９ ０􀆰 １４７０

（１􀆰 ７８２７） （１􀆰 ３５１２） （１􀆰 ３２４８）

人均道路面积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７７７） （０􀆰 １１９６） （０􀆰 １６５０）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０􀆰 ０７２７ －０􀆰 ０６７８ －０􀆰 ０６９３

（－１􀆰 ４８５４） （－１􀆰 ３５２６） （－１􀆰 ４１９０）

是否东部地区
０􀆰 ０９３７∗∗ ０􀆰 １２５６∗∗∗ ０􀆰 １０２２∗∗

（１􀆰 ９８６１） （２􀆰 ７０８１） （２􀆰 １２８１）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０７３２∗∗∗ －１１􀆰 ２１４６∗∗∗ －０􀆰 ０５９７ －１１􀆰 ４６１３∗∗∗ ０􀆰 １４６９ －１１􀆰 ３８６３∗∗∗

（３􀆰 ６７８２） （－８􀆰 ８４０２） （－０􀆰 １０４５） （－９􀆰 ０１５１） （０􀆰 ３１４９） （－８􀆰 ９６４９）
观测值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６６ ０􀆰 ６３１ ０􀆰 ５６６ ０􀆰 ６３１ ０􀆰 ５６８ ０􀆰 ６３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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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具有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的原因如下：一方面，城市人口集聚形成

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为雇主和雇员在工作匹配上提供更多的选择。 雇主可以根据岗位需求招聘

到更加合适的劳动力，雇员也可以在纷繁多样的岗位招聘中挑选出更加适合自己需求且薪资更高的

工作。 在此基础上，雇主和雇员双方均能实现更有效率且更优质的匹配。 匹配的优化有助于劳动力

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工资溢价。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集聚下，劳动力间频繁的交流、互动形成优质的

知识流，并在城市内部快速传播，从而促进技能的传授和积累，以及新的技术和商业做法的开发和采

用。 学习效应有助于提高工人的工资溢价。 可见，城市人口集聚不仅优化了雇员和雇主间的匹配、
降低职业错配造成的生产效率损失，还帮助劳动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

积累，转化为城市生产率和个人工资水平的提高。
为了进一步考察在不同人口规模等级的城市间，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工资溢价影响的差异，本

文将样本划分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Ｉ 型大城市、ＩＩ 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在方程（１）中引入城市空

间发展模式与城市规模等级分类变量的交互项形成方程（２），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列（２）显示，人口平均密度对工资溢价的影响显著存在于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各大

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平均密度的工资溢价效应逐渐升高，超大城市、特大城市、Ｉ 型 ＆ ＩＩ
型大城市的人口平均密度对工资弹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８􀆰 ７７％、５􀆰 ０％、３􀆰 ８６％，而人口平均密度的工

资溢价效应在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小于 １００ 万的城市中并不显著。 表 ３ 列（４）显示，在所有规模等级

的城市中，人口加权密度对工资溢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人口加权密度对工资弹性的影响随城

市规模的增大而增大。 当考虑人口在城市内部分布的紧凑程度时，表 ３ 列（６）显示，“紧凑型”城市

空间发展模式为超大城市带来工资折价，为中小城市带来工资溢价，对其他城市无影响。

表 ３　 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工资溢价：按照城市规模划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人口平均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３７５∗∗∗ ０􀆰 ０８７７∗∗∗ ０􀆰 ３２５０∗∗∗ ０􀆰 ２２６６∗∗∗

（７􀆰 ０３８９） （４􀆰 ３４４１） （１３􀆰 ７６６４） （８􀆰 ０３２４）

　 特大城市
０􀆰 １００２∗∗∗ ０􀆰 ０５００∗∗ ０􀆰 １６４２∗∗∗ ０􀆰 １００２∗∗∗

（４􀆰 ７３３６） （２􀆰 ３８６２） （３􀆰 ３９９７） （３􀆰 ４９９６）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０７３８∗∗∗ ０􀆰 ０３８６∗ ０􀆰 １４０８∗∗∗ ０􀆰 ０８３２∗∗∗

（３􀆰 ４８３８） （１􀆰 ８２１０） （３􀆰 ４３５２） （２􀆰 ７４１０）

　 中小城市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３００ ０􀆰 １０４５∗∗∗ ０􀆰 ０６９７∗∗

（２􀆰 １５９７） （１􀆰 ２５３７） （２􀆰 ７９１６） （２􀆰 ４４４５）
人口加权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８０８∗∗∗ ０􀆰 １２０７∗∗∗

（５􀆰 １２１１） （４􀆰 ９２５３）

　 特大城市
０􀆰 １４１８∗∗∗ ０􀆰 ０８５２∗∗∗

（４􀆰 ０９３１） （３􀆰 ５０５７）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１２３７∗∗∗ ０􀆰 ０７６９∗∗∗

（３􀆰 ４７３５） （３􀆰 １６４４）

　 中小城市
０􀆰 １０５４∗∗∗ ０􀆰 ０７１０∗∗∗

（２􀆰 ９０９５） （２􀆰 ７０９２）
变异系数

　 超大城市
－０􀆰 ６１３８∗∗∗ －０􀆰 ４６１５∗∗∗

（－５􀆰 ３１５８） （－３􀆰 ２５８０）

　 特大城市
０􀆰 ０６９３ ０􀆰 ０３５０

（０􀆰 ６５８３） （０􀆰 ６８２８）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０６９９ ０􀆰 ０５４４

（１􀆰 ６４７７） （１􀆰 ３７４９）

　 中小城市
０􀆰 １０８０∗∗ ０􀆰 ０７０９∗∗

（２􀆰 ５７１２） （２􀆰 ２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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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年龄 ４􀆰 ８５７９∗∗∗ ４􀆰 ８１８３∗∗∗ ４􀆰 ８２６６∗∗∗

（７􀆰 ４４１５） （７􀆰 ４１９７） （７􀆰 ４５４５）
年龄的平方 －０􀆰 ４４４５∗∗∗ －０􀆰 ４３９９∗∗∗ －０􀆰 ４４０７∗∗∗

（－４􀆰 ７８４９） （－４􀆰 ７６１４） （－４􀆰 ７７８８）
受教育年限 ０􀆰 ４１８７∗∗∗ ０􀆰 ４１６９∗∗∗ ０􀆰 ４１６３∗∗∗

（７􀆰 ４３６４） （７􀆰 ４６３７） （７􀆰 ４９４６）
工作经验 ０􀆰 ４２４５∗∗∗ ０􀆰 ４２４５∗∗∗ ０􀆰 ４２３８∗∗∗

（７􀆰 ４９５４） （７􀆰 ４８５８） （７􀆰 ４９１４）
工作经验的平方 －０􀆰 ２２８７∗∗∗ －０􀆰 ２２８５∗∗∗ －０􀆰 ２２８２∗∗∗

（－９􀆰 ３１２５） （－９􀆰 ２７４４） （－９􀆰 ３０１１）
是否已婚 ０􀆰 ０７２５∗∗∗ ０􀆰 ０７５２∗∗∗ ０􀆰 ０７４１∗∗∗

（４􀆰 ５０５５） （４􀆰 ６３６５） （４􀆰 ５９１４）
第三产业占比 ０􀆰 １０７６ ０􀆰 ０６５５ ０􀆰 ０６２７

（０􀆰 ８２８２） （０􀆰 ５０２２） （０􀆰 ４６０８）
人均道路面积 ０􀆰 ０２９９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５１４

（０􀆰 ６５６１） （１􀆰 ０３７１） （１􀆰 １４７８）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２０３

（－０􀆰 ８８１２） （－０􀆰 ７７９５） （－０􀆰 ６７３８）
是否东部地区 ０􀆰 ０９４０∗∗ ０􀆰 １１０８∗∗ ０􀆰 １０４９∗∗

（２􀆰 ０５１２） （２􀆰 ５２３５） （２􀆰 ２１５１）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６４２４∗∗∗ －１０􀆰 ７６００∗∗∗ １􀆰 ００７８∗∗∗ －１１􀆰 ００９１∗∗∗ １􀆰 ００６０∗∗∗ －１１􀆰 ０２２８∗∗∗

（１１􀆰 ７８７６） （－７􀆰 ９９４６） （３􀆰 １２８０） （－８􀆰 １１９７） （３􀆰 ０１７１） （－８􀆰 ０５９８）
观测值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７５ ０􀆰 ６３４ ０􀆰 ５７５ ０􀆰 ６３４ ０􀆰 ５７６ ０􀆰 ６３４

　 　 由此可知，就人均密度而言，“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工资溢价效应需要城市达到一定规

模才可实现。 当城市规模过小时，受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影响，人均密度难以发挥集聚优势。 就

人口加权密度而言，“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工资溢价效应在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均显著。 在

超大城市中，“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带来工资溢价的原因可能在于房价、拥堵、污染等负面成本

超过了集聚的收益，因此，超大城市不适宜采用紧凑型的发展模式，应采取相对松散的发展模式。 在

中小城市中，“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带来工资溢价，可能是由于城市内部人口分布的紧凑程度

捕捉到人均密度无法发挥的集聚效应信息。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处理

在不同人口规模等级的城市间，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工资溢价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

题。 根据上述分析，城市人口集聚形成一个更广阔的市场，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效应，提高生产率

并带来工资溢价。 因此，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紧凑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有利于工资溢价的形成，
而高工资会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大城市。 在中小城市中，人口体量较小，相对较小的劳动力池带来

的匹配和学习效应有限，由此产生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也十分有限。 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阻碍了劳

动力流入中小城市。
本文尝试使用工具变量排除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现有文献中，关于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工具变

量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历史类的工具变量，例如，人口密度的长期滞后项［２６］；另一类是地理类的

工具变量，例如，行政区的土地面积、高层建筑建设的土地适宜性、清朝城墙长度［２７－２８］。 由于土地面

积、土地适宜性等能够通过基础设施的持久性和建造难度影响当前的生产率，难以满足工具变量和

残差不相关的条件，历史类工具变量成为更加优质的工具变量，尤其是人口集聚的长期滞后项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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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认可。
本文使用 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６ 年、１９８８ 年、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２ 年中国各个城市的年末人口密度作为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人口平均密度和人口加权密度的工具变量。 表 ４ 列（２）显示，
人均密度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Ｉ 型 ＆ ＩＩ 型大城市的工资弹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８􀆰 ７％、５􀆰 ０％、
３􀆰 ９％，而对中小城市的工资溢价影响不显著。 表 ４ 列（４）显示，城市人口加权密度对超大城市、特大

城市、Ｉ 型 ＆ ＩＩ 型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工资弹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１１􀆰 ８％、７􀆰 ３％、７􀆰 １％、６􀆰 ４％，与前

文结果一致。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值均远大于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通

过，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表 ４　 内生性讨论：使用人口密度的长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１） （２） （３） （４）
人口平均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４９８∗∗∗ ０􀆰 ０８７２∗∗∗

（７􀆰 ４５５２） （４􀆰 ９５８７）

　 特大城市
０􀆰 １１１０∗∗∗ ０􀆰 ０５０２∗∗

（４􀆰 ４５６６） （２􀆰 ９４８４）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０６８２∗∗∗ ０􀆰 ０３９３∗

（３􀆰 ０８５７） （１􀆰 ７４８３）

　 中小城市
０􀆰 ０３９２∗∗ ０􀆰 ０２９８

（２􀆰 ０９８７） （１􀆰 ０２９５）
人口加权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９８４∗∗∗ ０􀆰 １１８３∗∗∗

（５􀆰 ０２８９） （４􀆰 ０２９４）

　 特大城市
０􀆰 １３９８∗∗∗ ０􀆰 ０７２９∗∗∗

（４􀆰 ９２８５） （３􀆰 ０２９４）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１１９９∗∗∗ ０􀆰 ０７０９∗∗∗

（３􀆰 ０１９４） （３􀆰 ９２８４）

　 中小城市
０􀆰 １０９２∗∗∗ ０􀆰 ０６３９∗∗∗

（２􀆰 ９９４１） （２􀆰 ９１０８）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城市特性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９２８３∗∗∗ －１０􀆰 ８２９２∗∗∗ １􀆰 ０２９３∗∗∗ －１１􀆰 １９８１∗∗∗

（１１􀆰 ０２９４） （－７􀆰 ９２８４） （３􀆰 ０２９３） （－８􀆰 １０９３）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５７９３􀆰 ６４７ ４９７１􀆰 １８９ １７４􀆰 １１１ ２８０􀆰 ５７７
１０％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Ｖ ｓｉｚｅ ７􀆰 ０５ ７􀆰 ０５ ７􀆰 ０４ ７􀆰 ０４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值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６５ ０􀆰 ６０６ ０􀆰 ５９８ ０􀆰 ５９８

　 　 ２􀆰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尝试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指标进行检验。 现有文献中，工
资的衡量指标主要有小时工资、月工资和年工资。 由于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工作时间不同，年薪难

以反映劳动力真实的工资水平。 例如，证券机构的投行部是典型高年薪工作，但是其频繁和高强度

的加班以及不稳定的月度表现使得其年薪难以反映真实的工资水平。 此外，政府社保缴纳、税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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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和福利补贴等经济政策通常在月付款中进行操作。 基于此，本文分别使用月工资和缩尾 ０􀆰 ５％的

小时工资替代小时工资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５ 和表 ６ 所示。

表 ５　 稳健性检验：使用月工资替代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

（１） （２） （３） （４）
人口平均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２００∗∗∗ ０􀆰 ０９４２∗∗∗

（６􀆰 ７４７５） （５􀆰 ７００２）

　 特大城市
０􀆰 ０８１５∗∗∗ ０􀆰 ０５５１∗∗∗

（４􀆰 ３０６３） （３􀆰 ０９９２）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０６１９∗∗∗ ０􀆰 ０４６７∗∗

（３􀆰 １７１５） （２􀆰 ５７７２）

　 中小城市
０􀆰 ０３８３∗ ０􀆰 ０３６２∗

（１􀆰 ８５７２） （１􀆰 ７３１１）
人口加权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３３３∗∗∗ ０􀆰 ０９２９∗∗∗

（４􀆰 １２４２） （３􀆰 ８５４３）

　 特大城市
０􀆰 ０９４６∗∗∗ ０􀆰 ０５７１∗∗

（２􀆰 ９８８１） （２􀆰 ３８７６）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０８０５∗∗ ０􀆰 ０５０３∗∗

（２􀆰 ４６８２） （２􀆰 １２７８）

　 中小城市
０􀆰 ０６２７∗ ０􀆰 ０４２２

（１􀆰 ８６７０） （１􀆰 ６４３７）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城市特性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７􀆰 ５９５３∗∗∗ －３􀆰 ７５４４∗∗∗ ７􀆰 ２８１９∗∗∗ －３􀆰 ７２１９∗∗∗

（５９􀆰 ０１１７） （－２􀆰 ８９３２） （２４􀆰 ６１８３） （－２􀆰 ８３４２）
观测值 ３１５４９ ３０４４０ ３１５４９ ３０４４０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９１８ ０􀆰 １７９ ０􀆰 ０９１１ ０􀆰 １８０

　 　 表 ５ 报告了使用月工资替代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的回归结果。 列（２）（４）显示，在控制个体特

征、城市特征、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后，人均密度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Ｉ 型 ＆ ＩＩ 型大城市具

有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而对中小城市影响并不显著。 列（４）显示，在控制个体特征、城市特征、个体

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后，人口加权密度对所有规模等级城市的工资溢价均显著，与前文结果一

致，表明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６ 报告了使用月工资替代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的回归结果。 列（２） （４）显示，在控制个体特

征、城市特征、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后，人均密度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Ｉ 型 ＆ ＩＩ 型大城市具

有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而对中小城市影响并不显著。 列（４）显示，在控制个体特征、城市特征、个体

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后，人口加权密度对所有规模等级城市的工资溢价均显著，与前文结果一

致，表明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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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稳健性检验：使用缩尾 ０􀆰 ５％的小时工资替代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

（１） （２） （３） （４）
人口平均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１７５∗∗∗ ０􀆰 ０７２３∗∗∗

（６􀆰 ９７１８） （４􀆰 ２９７６）

　 特大城市
０􀆰 ０８８６∗∗∗ ０􀆰 ０４３８∗∗

（４􀆰 ８４７９） （２􀆰 ５００９）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０６３４∗∗∗ ０􀆰 ０３１９∗

（３􀆰 ４３７４） （１􀆰 ７９７０）

　 中小城市
０􀆰 ０４１３∗∗ ０􀆰 ０２５５

（２􀆰 １５６５） （１􀆰 ２８０９）
人口加权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６５３∗∗∗ ０􀆰 １１１８∗∗∗

（５􀆰 ４９４３） （５􀆰 ２８０８）

　 特大城市
０􀆰 １３４４∗∗∗ ０􀆰 ０８４４∗∗∗

（４􀆰 ５４９１） （４􀆰 ０２２０）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１１７２∗∗∗ ０􀆰 ０７５９∗∗∗

（３􀆰 ８４２９） （３􀆰 ６１４０）

　 中小城市
０􀆰 １０２６∗∗∗ ０􀆰 ０７２１∗∗∗

（３􀆰 ３０６４） （３􀆰 １９５９）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城市特性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７２９４∗∗∗ －９􀆰 ０３７６∗∗∗ １􀆰 ０８０９∗∗∗ －９􀆰 ３２４８∗∗∗

（１４􀆰 ２５４８） （－８􀆰 ４２５７） （３􀆰 ９２１４） （－８􀆰 ６６２８）
观测值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３０８６４ ２９７７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１５ ０􀆰 ６７６ ０􀆰 ６１６ ０􀆰 ６７６

　 　 ３􀆰 剔除特殊事件干扰

为了消除特殊事件干扰，本文剔除 ２０１３ 年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
２０１３ 年中国重要领导人换届对劳动力流动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 第二，２０１３ 年中国服务业超过工

业和农业，从出口导向型转化为消费导向型。 中国的发展动力从“工业化”转向“城镇化”，经济形式

的转变可能会影响中国劳动力的迁移。
表 ７ 报告了剔除特殊事件干扰后的实证结果。 列（２） （４）显示，在控制个体特征、城市特征、个

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后，人均密度的工资溢价效应仅在大城市显著，而人口加权密度对所有规

模等级城市的工资溢价均显著，与前文结果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基于劳动力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性别的劳动力收益存在组间差异，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资溢价的结果。
据此，本文将劳动力技能水平依据是否具有大学学历划分为高、低两组，按照性别划分为男、女两组，
结果如表 ８、表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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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稳健性检验：剔除特殊事件的干扰

（１） （２） （３） （４）
人口平均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４１５∗∗∗ ０􀆰 ０８７４∗∗∗

（６􀆰 ２８５０） （４􀆰 １０９６）

　 特大城市
０􀆰 １０７２∗∗∗ ０􀆰 ０５４６∗∗

（４􀆰 １９７２） （２􀆰 ４５２７）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０８２６∗∗∗ ０􀆰 ０４２１∗

（３􀆰 ２９９７） （１􀆰 ８３１７）

　 中小城市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３５８

（２􀆰 ３３４９） （１􀆰 ４０５３）
人口加权密度

　 超大城市
０􀆰 １９１２∗∗∗ ０􀆰 １３１０∗∗∗

（４􀆰 ５５２５） （４􀆰 ８７９９）

　 特大城市
０􀆰 １５４５∗∗∗ ０􀆰 ０９９６∗∗∗

（３􀆰 ７００１） （３􀆰 ７４６８）

　 Ⅰ型 ＆Ⅱ型大城市
０􀆰 １３７９∗∗∗ ０􀆰 ０９０２∗∗∗

（３􀆰 ２０２４） （３􀆰 ２７９２）

　 中小城市
０􀆰 １２０８∗∗∗ ０􀆰 ０８６１∗∗∗

（２􀆰 ８１３０） （２􀆰 ９７１１）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城市特性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９２５０∗∗∗ －１１􀆰 １５９１∗∗∗ １􀆰 ２２４０∗∗∗ －１１􀆰 ４３７６∗∗∗

（１１􀆰 ９１５７） （－７􀆰 ５２３９） （３􀆰 １８３８） （－７􀆰 ７１３２）
观测值 ２４７７１ ２３８１２ ２４７７１ ２３８１２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７４ ０􀆰 ５４７ ０􀆰 ４７４ ０􀆰 ５４７

表 ８　 异质性分析：基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１） （２） （３） （４）
人口平均密度

　 高技能
０􀆰 １５２２∗∗∗ ０􀆰 ０９４３∗∗∗

（４􀆰 ５５３２） （３􀆰 ５１２７）

　 低技能
０􀆰 ０６５０∗∗ ０􀆰 ０３４８

（２􀆰 １６０２） （１􀆰 ４５９７）
人口加权密度

　 高技能
０􀆰 １８５９∗∗∗ ０􀆰 １２７１∗∗∗

（４􀆰 ２７４６） （５􀆰 ４０２４）

　 低技能
０􀆰 １２１１∗∗∗ ０􀆰 ０８２９∗∗∗

（２􀆰 ９６２２） （３􀆰 ６２４９）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城市特性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６６７４∗∗∗ －０􀆰 ６８４３ ０􀆰 ９９８０∗∗∗ －１􀆰 １１４７
（８􀆰 ３３１６） （－０􀆰 ４９７８） （２􀆰 ７０９８） （－０􀆰 ８５２７）

观测值 ３９２０５ ３８２０８ ３９２０５ ３８２０８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５１ ０􀆰 ５６５ ０􀆰 ５５０ ０􀆰 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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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报告了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群体中，城市人口密度对工资溢价影响的差异。 无论是否

控制个体特征和城市禀赋，高技能劳动力从城市人口密度中收获的工资溢价效应都远高于低技能劳

动力。 表 ９ 报告了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群体中，城市人口密度对工资溢价影响的差异。 表 ９ 显示，
男性劳动力从城市人口密度中获得的工资溢价效应显著高于女性劳动力。

表 ９　 异质性分析：基于劳动力的性别

（１） （２） （３） （４）
人口平均密度

　 男性
０􀆰 １６７８∗∗∗ ０􀆰 ０７９５∗∗∗

（３􀆰 ６３９６） （３􀆰 １７４７）

　 女性
０􀆰 １３９９∗∗∗ ０􀆰 ０４２７∗

（３􀆰 ０２８１） （１􀆰 ６７７４）
人口加权密度

　 男性
０􀆰 ２５２８∗∗∗ ０􀆰 １１２５∗∗∗

（３􀆰 ８７７４） （４􀆰 ５０２０）

　 女性
０􀆰 ２３１２∗∗∗ ０􀆰 ０８４４∗∗∗

（３􀆰 ５４９０） （３􀆰 ３５９３）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城市特性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０５２２∗∗∗ －１４􀆰 ５０６９∗∗∗ －０􀆰 １２４７ －１４􀆰 ８１９１∗∗∗

（３􀆰 ５８１２） （－１１􀆰 １２０２） （－０􀆰 ２１６７） （－１１􀆰 ３５３３）
观测值 ３０８６２ ２９７７４ ３０８６２ ２９７７４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７１ ０􀆰 ６３９ ０􀆰 ５７１ ０􀆰 ６３９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人口

栅格数据，考察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 研究表明，第
一，人口加权密度能够在人均密度的基础上捕捉更多关于城市空间紧凑程度的信息。 第二，以往研

究表明，人均密度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存在于中国的大城市中，本文得出类似结论，发现人均密度的

工资溢价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区常住人口在 １００ 万以上的大城市。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人

口加权密度的工资溢价效应在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均显著，而非仅仅作用于大城市。 这主要归因于

城市空间紧凑程度捕捉的集聚效应，即在中小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来源于紧凑

的城市空间结构，人口加权密度捕捉到更多关于城市空间紧凑程度的信息。 第三，在超大城市中，相
对松散的空间结构更有助于工资溢价形成；在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中，紧
凑的城市空间结构更有助于工资溢价形成。 第四，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群体均能从集聚效应中获

益，其中高技能劳动力比低技能劳动力获益更多，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获益更多。 上述结论经

过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国未来城镇化道路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尤其对指导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优化和人口流动有借鉴意义。 第一，中国应该适度推进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向紧凑型发展，其中，对超

大城市而言，应该在发展集聚的同时注重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优化，实现更有效率的集聚发展模式。
第二，中国应该鼓励高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不仅能够提高城市整体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对低

技能劳动力产生正向辐射，还能够促进城市分工的精细化，为低技能劳动力派生出更多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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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应该鼓励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大城市集聚，消除职场中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公平就业，缩
小性别工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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